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教 育 心 理 與 輔 導 學 系

教育心理學報，2024，56 卷，2 期，281–304 頁

https://doi.org/10.6251/BEP.202412_56(2).0003

1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2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通訊作者：林姿慎，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morenda918@gmail.com。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對本文給予寶貴的建議。

青少年知覺父母管教與親子關
係：親子數位互動的中介作用

林姿慎1、周玉慧2

本研究應用華人「管教」概念，探討青少年知覺之父母管教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以及親子數位互

動在其間的作用，資料來源為國家教育研究院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量計畫（TASAL）於 2022
年蒐集之資料。選取性別、雙親健存、完整回答的國九學生 5,430份資料（女 2,454人，男 2,976人）
進行分析。使用變項包含知覺父母管教（生活管教、價值教導兩向度）、親子間的數位互動及親

子關係（溫暖支持、衝突緊張兩向度）。採取因素分析、t檢定、結構方程模式等方法進行分析。
主要結果顯示：（一）青少年知覺父母重視「價值教導」甚於「生活管教」；（二）知覺「生活管教」

愈高的青少年，其親子關係的溫暖支持愈低，衝突緊張愈高；知覺「價值教導」愈高的青少年，

溫暖支持愈高；數位互動愈高者，溫暖支持愈高，衝突緊張愈低；（三）數位互動在生活管教與

溫暖支持、衝突緊張的親子關係間，及在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親子關係間，具有顯著的中介作用；

（四）管教、數位互動及親子關係間的影響機制在青少年男女間明顯不同，數位互動在青少男的

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間具中介作用，在青少女生活管教及衝突緊張間具中介作用。本研究據此結

果提出未來研究與青少年期親職教育的建議。

關鍵詞： 青少年、管教、數位互動、親子關係、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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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個體重要的社會化場所，個體在家庭內藉著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的教養，建立基本生活自
理能力、價值觀及行為準則。過往研究指出，家庭中的教養顯著影響親子關係，進而影響子女發展，
甚至可能產生跨代傳遞的現象（Brook et al., 2000; Korniichuk & Oliinyk, 2022）。對於教養議題的研
究，西方自 Baumrind（1967）提出以控制與溫暖回應兩向度區分四種教養類型以來，後續研究多依
此進行探討，在教養類型、親子關係、親子互動以及教養對子女發展的影響等議題上，累積了豐富
的文獻和理論架構（Darling & Steinberg, 1993; Maccoby & Martin, 1983）。然由於文化輿情的不同，
西方文化偏向個人主義，強調情感支持和關愛，鼓勵子女自我表現，追求個人成長和發展（Baumrind, 
1967），華人教養觀念偏向以家庭為中心，子女是家庭的成員非獨立個體，並因儒家文化的影響，
以服從、孝順等觀念教導子女，維繫和諧的家人關係（林文瑛、王震武，1995）。這些文化上的意
涵不含括在西方教養理論框架內，若未考慮華人的文化脈絡，逕直以西方教養理論解釋華人家庭
的教養行為時，常會出現某些悖論（Chao, 1994）。例如華人父母對子女學業成就相當重視，父母
願意以高度的親職參與和嚴格督促的行為來增進子女學習成就的成功，藉以光宗耀祖（吳明燁，
2016；林姿慎、林如萍，2023），在督促子女確保其學習成就的過程中，父母的教養行為常被西方
教養理論解釋為「專制」或「獨裁」等，認為有害青少年的身心發展。因此，香港學者Chao（1994）
提出「管」（guan）和「教訓」（chiao shun）等概念，試圖透過此概念來理解華人父母的教養，並
與西方「民主權威」、「專制」、「獨裁」等概念區別；承接此脈絡，本研究以「管教」的概念探
討華人父母親職行為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青少年期是心理和身體變化經歷迅速變化的時期，若父母與孩子能有良好互動則有助於青少年

因應此時期歷經的變化。有關教養、親子互動與親子關係的研究指出，父母的教養，例如態度、教
養風格、對發展知識的掌握度、對子女個性和喜好的理解與支持等，會透過親子間的互動和交流
影響親子關係，進而型塑子女的身心發展（Şahin, 2014）。近年來由於科技的日新月異，數位工具
及網路的使用成為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數位相關產品和技術除了提供日常生活的消費、教
育、娛樂等功能外，也改變了人際間的交流互動型態，讓互動和交流不再侷限於實體面對面的形
式，更增添以數位設備，如手機、電腦等，在電信或網路等數位環境下進行的數位人際互動。數
位互動具有不受時空限制且「虛實交錯」的性質，提供訊息處理時的同步性（synchronicity）和異
步性（asynchronicity）（Stafford & Hillyer, 2012）。探討數位互動對人際關係影響的研究指出，數
位互動能正向預測人際之間的關係品質及主觀幸福感（楊朝鈞、簡晉龍，2019；Stafford & Hillyer, 
2012），數位互動讓原本不認識的人有得以接近甚至熟悉的機會（Toma, 2015），拓展人脈及縮小
世代差距（吳仁偉，2011），數位互動也影響家庭間成員的交流（蔡淑琴，2013；Yang, 2018），
展現數位互動對於人際關係的影響。也有學者探討數位媒體進入當代家庭生活引起的影響，提出人
際間的交流可以是一種親職策略，在現代數位科技普及的環境下，父母可以善用親子間的數位互動
和情感交流來消除或彌平親職實踐所遇到的困難或挑戰（Clark, 2011）。
過去以華人「管教」概念探究教養與親子關係關連的研究甚少，加上科技進步帶來數位環境的

日新月異，數位互動對人際關係的影響日深，在「管教」這個比較嚴肅的議題和親子關係之間，親
子間的數位互動可能展現促進和緩衝作用，本研究依據Chao（1994）等相關學者對華人家庭的研究，
以「管教」一詞指涉教養概念，探究華人父母的「管教」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並進一步探討「親子
間的數位互動」（以下簡稱「數位互動」）在管教與親子關係間的作用。

文獻探討

（一）「管教」與西方教養行為的差異

Chao（1994）提出「管教」概念解釋華人父母的教養行為，後續學者以此概念陸續補充管教與
西方教養行為的差異（吳明燁，2016；Garcia et al., 2020; Pinquart & Kauser, 2018; Wu, 2013）。華人
文化將管教視為是家長的角色和責任，相關研究認為，「管教」的某些形式看似與西方的教養行為
相仿，但文化內涵殊異，尤其華人父母對教育成就價值的信念，是華人教養文化的一個關鍵特徵，
貫穿整個子女的成長（吳明燁，2016；Chao, 1994）。在幫助子女取得學業成功的過程中，父母常
提供各種支持（如有利學習的環境），並對各種可能危及學習的活動進行干預及控制（例如限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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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或上網時間等）（吳明燁，2016；Peng & Wright, 1994）。研究發現，這種「支持」伴隨「控制」
的「混合」教養（blending of voices）（吳明燁，2016；Wu, 2013），使得華人青少年即使歷經一些
從西方教養觀點看似專制、威權，可能對其情緒控管、身心發展與學業表現造成危害的管教行為，
但其實在適應上並無不良症狀，甚至在學業成就上表現更優異（Wu, 2013），這體現了「管教」與
西方教養行為在意涵和結果上的不同。學者們指出，因為華人子女能體會父母這種兼具「治理」、
「訓練」、「關心」及「愛」的教養行為（Chao, 1994; Tobin et al., 2009），讓原本強調父母需為孩
子的行為和成就提供指導，子女必須忠誠遵循父母長輩教導的管教意涵，多了子女對父母行為的理
解和服從（林文瑛，2003），這些被西方視為有控制和階級支配意味的管教，對華人青少年來說其
實代表著慈愛和關懷（Wu, 2013）。本研究順此研究脈絡，以「管教」代替西方教養行為的論述。

（二）不同領域的管教

無論是華人文化的管教概念，或西方的教養行為的探討，多半都將教養看成一個整體，較少
考量不同的生活領域（林惠雅，2012）。社會學者應用領域理論（social domain theory）（Turiel, 
1983）探討父母權威在青少年管教上的影響，提出家長在不同的領域可能有不同的管教方式，子
女也可能因為家長在不同領域的管教而有不同的反應（Smetana, 2006），例如家長對於子女穿著、
打扮、幾點回家等生活領域的管教，與教導子女做人做事等價值觀的管教可能有所不同，為更貼
近真實情境，學者在探討父母管教對子女反應及親子關係的影響時，強調需區分不同領域不同事
件的管教議題。各學者對於領域的分類相當分殊，大致可分為「道德領域（moral domain）」、
「習俗領域（convention domain）」、「個人領域（personal domain）」、「友誼領域（friendship 
domain）」、「安全領域（prudential domain）」、「學業成就領域（achievement domain）」等（林
惠雅，2012；胡肇勳、程景琳，2007；Darling et al., 2007; Smetana & Asquith, 1994）。過去研究顯示，
父母和子女對不同領域父母管教權威的認定有所差異，且領域之間常有重疊性，研究無法精確判斷
親子對管教的差異屬於何種領域，加上不同學者在運用領域理論研究管教與親子關係，結果各有不
同（Baumrind, 2005; Darling & Steinberg, 1993; Nucci, 1996），因此後續研究聚焦於特定領域（如道
德、個人生活）（Smetana & Daddis, 2002; Yoo & Smetana, 2022），或是合併不同領域成多面向領
域（multifaceted domain），以處理領域模糊及重疊的分歧（Baumrind, 2005）。
對被教導者而言，價值觀取向的「道德領域」教導牽涉到需運用某些獨立性或不可改變性的原

則（例如公平、負責、保障他人福祉等）來判斷、規範自己的行為（胡肇勳、程景琳，2007），其
他領域的教導可視所處位置或不同情境做出選擇及改變。因此，道德領域的教導對父母管教的正當
性和嚴格性而言，有較高的規範。加上華人教養價值觀重視和諧、尊重長者和權威（林文瑛、王震
武，1995；Chan et al., 2022），並希望藉由正義、誠信、忠誠等原則來指導子女價值觀的形成，本
研究據此將管教領域分為兩個面向：一是與涉及社會的規範、倫理、道德、價值等抽象概念有關的
價值觀教導，二是將與個人日常生活實際事件相關、連結個人行動方式和處事能力，例如友誼、安
全、個人或學業等領域，合併為生活領域。

（三）生活領域及價值觀領域的管教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親子關係常以子女感受與父母的親近程度或信任度作為正向關係、以感受到衝突經驗的多寡作
為負向關係的表徵（吳明燁，2016；程雅妤、王郁琮，2021）。對青少年而言，正向親子關係有助
於青少年自尊及整體幸福感的提升，負向的親子衝突則容易導致敵對關係，引起負面情緒，進而促
發問題行為，不利青少年的身心發展（吳明燁，2016；Işık Akın et al., 2020; Niu et al., 2020）。因親
子關係同時存在正面及負面的元素，且青少年階段正處於親子權力結構此消彼長的階段，學者一致
認為研究親子關係需從這兩種向度來詮釋，較能符合親子關係動態發展的歷程（吳明燁，2016；周
玉慧，2015；Luescher & Pillemer, 1998）。
關於父母管教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不同理論的觀點殊異，社會學習論認為個體通過觀察、模仿

他人行為而產生學習，父母是子女學習的楷模，父母對子女的管教是子女通過觀察父母的行為，以
及與他們的互動來做學習。依據社會學習論，如果父母展示積極、穩健和理性的行為，子女更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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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模仿這種行為，並從這種楷模學習中產生對父母的尊敬和愛戴（Duncan et al., 2009; O’Connor et 
al., 2013），但如果觀察父母的言行不一，極可能因為對父母的管教產生不信任感，不服從管教甚
至反抗，進而造成親子關係緊張（Hall, 1987）。而社會心理發展論則認為，青少年期正逢「身份認
同與角色混淆」（identity vs. role confusion），在這一階段，青少年開始探索自我身份和定位，並
建立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和社會角色（Erikson, 1994）。父母的管教方式對於青少年的身份認同發展
和親子關係具有重要的影響，父母的支持和理解可以幫助青少年形成積極的自我認同感，給予青少
年適度的自主空間和自主權，能夠促進良好的親子互動，維持健康的親子關係。
隨著青少年期對自主性需求增加的發展，對父母管教行為的認知和服從，在不同領域的管教出

現不同的樣態，林惠雅（2012，2014）研究發現，因為對管教領域的看重程度或詮釋角度不一樣，
使得青少年在服從的態度和行為上有所差異，進而影響親子關係。國內外的研究一致顯示，父母和
青少年最為看重價值規範領域，青少年認為父母有權力就價值規範的領域制訂管教規則，且自己
有遵守的義務，服從的態度也最高，亦即認為對價值規範的教導，即使不認同父母制訂的規則也
有遵守的義務（林惠雅，2012；Yoo & Smetana, 2022）。這種看重使得青少年恪守父母對於價值的
教導，在父母從事價值教導時也較為順遂。而根據社會學習論的觀點，子女會通過觀察和模仿父
母的價值觀和行為，內化成為自己的價值觀及態度。其中，最高的模仿層次為象徵模仿（symbolic 
modeling），指觀察者模仿「楷模」的性格、特質，或其行為所代表的意義（Bandura, 1986），類
似價值觀或態度的內化，父母在價值觀的傳遞過程中，展現出值得尊重的行為，子女更有可能學習
並內化這種行為，且衍生出對父母的敬重。基於對價值教導領域的看重，加上社會學習論的象徵模
仿行為，本研究假設父母對子女價值教導會促進親子關係的正向發展。
相較價值規範領域，與生活事件有關的管教領域則是引起親子衝突較大的領域，由於生活領域

多涉及跟個人的社交、休閒、友誼、學習等事項，往往被青少年劃入屬於他們自己的事務，希望自
己掌控的程度較高，不希望父母介入，這樣的認知影響青少年實際的服從態度或行為，當父母對這
個領域進行干涉時，可能會引起親子關係的緊張衝突。而相關研究也指出，青少年的年齡與生活領
域管教具有交互作用，年齡越大的青少年越不希望父母涉入生活領域的管教，且對於何種事件屬於
生活領域的解釋也越容易與父母意見相左（林惠雅，2012；Smetana, 2006; Yoo & Smetana, 2022）。
Steinberg（2001）曾以父母要求維持清潔房間，子女卻認為是個人生活的選擇為例，說明父母和青
少年對生活事件定義差異可能導致的親子衝突，父母對子女生活領域的管教易於引起負向親子關
係，同時也證明青少年對自主權的要求及個體化發展的特性。
本研究關注管教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依據過去研究所述，考量親子對管教領域的認知、看重程

度、子女對管教可能的服從態度因生活管教及價值教導領域而不同，因此假設不同領域的管教對親
子關係的影響殊異：
假設一：青少年子女知覺父母在生活領域的管教越多，其親子關係越差（溫暖支持低、衝突緊

張高）。
假設二：青少年子女知覺父母在價值規範領域的管教越多，其親子關係越佳（溫暖支持高、衝

突緊張低）。

（四）親子數位互動在管教與親子關係間的作用

當代人們生活在科技無所不在的數位環境中，數位工具的便捷性和即時性使得隨時隨地的互動
變成可能，不論視訊通話、傳送訊息、心情分享、共同線上娛樂等人際互動均可不受地理及空間距
離的限制進行，此種數位環境深刻影響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互動，電腦中介傳播（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理論即敘述此一現象（Steinfield, 1986）。隨著科技日新月異，電腦中介溝通
已轉變為各種以數位工具（例如手機、平版、電腦、智慧型穿戴裝置等），及多種計算機技術形式
（例如網路、電子郵件、簡訊服務、即時通訊、聊天及社交網站等）的人際互動方式（Yao & Ling, 
2020），並成為人際關係的發展和維護不可或缺的一環（Walther, 2011），融入使用者的生活中。
家庭成員的互動，如親子間的互動，也因電腦中介傳播技術的興起，由以往面對面的溝通型態，加
入數位互動，不僅豐富了親子間的溝通與互動方式，也影響了親子關係。因此，電腦中介傳播的「中
介」（mediate），除了指數位工具或技術作為一種傳播的媒介外，也意涵以這種媒介的數位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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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際溝通和關係之間所帶來的影響。
數位互動在父母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之間的作用因家庭生命階段而呈現不同樣態（Bacigalupe 

& Lambe, 2011; Bartholomew et al., 2012; Carvalho et al., 2015; Davies & Gentile, 2012; Lanigan, 2009; 
Mesch, 2006）。子女學齡前與國小階段的數位互動主要是父母發起，父母可能會因為教育目的，
使用較多的科技輔助工具來教導子女，或是與子女共同觀看資訊的模式，與子女一同從事數位活動
（Davies & Gentile, 2012; Huisman et al., 2012）。子女進入青春期後，青少年子女和其中年父母因同
時面臨各自的發展的需求，使得此時期的親子關係容易因為管教產生摩擦（周玉慧等人，2010），
此時，以文字、影像、圖像或符號為主，不需面對面，可以同步或非同步，且具主動性，雙方皆可
發起的「數位互動」，成為青少年與父母的另一種溝通方式，可以延續現實互動中的不足，促進親
子關係（Walther & Burgoon, 1992）。一份對國中生手機使用行為及親子互動的研究指出，超過八
成的學生家長贊成子女使用手機，最大好處是可與子女「聯繫方便」，且國中生的手機使用行為
也與其親子關係呈現正相關（蔡淑琴，2013）。另一項針對大學新生所做的研究指出，大一新生因
處在生涯及居住環境轉換的階段，空間上的距離使得他們無法與家人有實際的互動，在社群媒體上
與父母的互動提供了聯繫和表達感情的空間，父母的支持也讓他們度過轉換期的壓力和孤獨寂寞感
（Yang, 2018）。
數位互動具有社會臨場感低與媒介豐富度高的特色，當父母執行對子女的教養行為時，能夠維

持親子關係，在親子出現爭議或摩擦時也能產生緩衝作用（賴明政、陳佳君，2016）。對父母來說，
當孩子進入青少年期並渴望獲得更多自主權時，父母也需要調整自己的角色，青少年子女在去依附、
型塑自我認同的過程中，父母往往會感到對孩子的生活參與度降低，且隨著子女成長逐漸失去父母
的角色作用（Kloep & Hendry, 2010），若能採取數位互動方式介入或參與子女的生活，子女可能更
容易接受父母欲傳遞的訊息，減輕父母的失落感（Yang, 2018）。另有研究指出，父母希望能夠在
日常生活中更了解子女，甚至希望能夠學習子女的學習內容，以此來實現與子女的共情或同頻共振
（翟健，2022）；數位科技及通訊軟體帶來的便利性，確實讓家有青少年子女的父母也能感受到他
們所渴望的親密感（Yang, 2018）。
綜上所述，透過科技工具或通訊軟體的數位互動，父母能即時掌握子女的生活及心理狀況，給

予關懷及支持，增進青少年心理健康，親子間也能互相分享重要資訊、生活經驗和知識，促進親子
關係（Bacigalupe & Lambe, 2011; Yang, 2018）。尤為重要的是，當父母執行管教對親子關係產生正
負向影響時，數位互動在父母管教及親子關係間具有中介作用，能促進其正向影響、降低其負向影
響，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三：數位互動在生活管教及親子關係間具有中介作用，降低生活領域管教對親子關係的負

向影響。
假設四：數位互動在價值教導及親子關係間具有中介作用，提高價值觀領域教導對親子關係的

正向影響。

（五）性別差異

個體的發展過程中，不同性別可能在思維發展、情感表現和具體經驗上有所差異，又在照顧者
用不同態度對待不同性別的方式，使得後續發展上持續擴大差異性（王珮玲等人，2015）。親子關
係研究中，不同性別子女與父、母是否存在不同的互動方式及情感內涵一直是研究關注的焦點（程
雅妤、王郁琮，2021），Shek（2000）也主張，親職行為相關研究應注重父母子女不同性別的影響，
以求展現教養的全貌。對於數位互動在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間的影響探討尚在起步階段，亦應重視
青少年性別可能在此影響機制中產生的調節作用。
研究不同性別國中生幸福感的影響因素發現，影響青少男及青少女幸福感的因素不同，相較於

青少男，父母的關懷教養更能影響青少女的幸福感（翁敏甄、陳嘉成，2018），Keijsers等人（2010）
對於青少年親子互動及與父母關係影響的研究指出，隨著青少年期對自主和獨立需求的增加，青少
年會將個人的訊息或生活狀況保密，不多與父母共享這部份的資訊，以在個人與父母之間建立界線，
縱貫性資料研究青少男與青少女對父母保留訊息的數量發現，隨著年齡增加，青少男對父母保留訊
息的數量較青少女大，在生活領域減少與父母互動溝通的狀況較青少女多，但親子關係卻不因為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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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減少改變，而青少女在青春期後期及成年初期與父母減少互動溝通的狀況雖然比青少男少，但減
少與父母的互動溝通後卻造成親子關係品質的降低。另一項對青少年男女的研究指出，因為對自主
權及個性化的要求，父母對青少年期的管教較其他發展期更易產生衝突，其中，青少男比青少女更
易與父母產生衝突，且衝突的產生和協商互動的過程會影響後續的親子關係及青少男的發展（Ashraf 
& Najam, 2011; Branje, 2018）。
綜上所論，父母管教在親子互動及親子關係上的影響確實因青少年性別而不同，然現階段尚未

見研究探討親子間的數位互動是否有青少年性別差異，也未見研究探討數位互動在教養行為與親子
關係間的影響機制是否因青少年性別而不同，故本研究提出初步假設如下：
假設五：青少年知覺父母管教、數位互動對親子關係的影響機制因青少年性別而不同。

方法

（一）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為國家教育研究院之「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量計畫」（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Longitudinal Study，簡稱 TASAL），此計畫為瞭解課程改革成效，針對學生學
習能力的發展進行長期追蹤調查。在新興科技潮流趨勢下，此計畫亦與國科會專題計畫「臺灣數位
世代青少年成長歷程追蹤研究計畫」（Taiwan i-Generation Panel Study, TIGPS）合作，從家庭、學
校及班級等各個青少年成長的生態環境，來瞭解數位環境下的親師參與、教學、學校策略、家庭動
力等現況，以因應數位轉型，為未來教育政策的規劃建立基礎（見 TASAL網頁，https://tasal.naer.
edu.tw/）。
本研究選取 TASAL與 TIGPS合作之前期規劃資料（國家教育研究院，2022），原訂 2022年 6

月蒐集，因 COVID-19疫情而延至 2022年 10月蒐集國九學生資料。全臺抽樣 187個學校，每校一
個班級，共 6,160名學生參與。本研究選取原始 6,160份資料中，完整回答父母管教、親子間數位
互動與親子關係等題項，以及性別、雙親健存的 5,430份資料（女 2,454人，佔 45.20%，男 2,976人，
佔 54.80%）進行分析 1。

（二）主要變項之測量

本研究使用之主要變項為父母「管教」題組、親子間數位互動及親子關係，均為青少年自陳，
以下逐一詳加說明： 

1. 管教

共有十個題項，詢問青少年「目前父母會管教你這些事情嗎？管得嚴不嚴？」計有家長對於青
少年「穿著、打扮、造型」、「幾點鐘回家」「唸書、考試」⋯⋯及「對長輩態度」以及「做事有
無負責任」等事項的管教情形，量表分數從「一點都不嚴格 = 1」到「很嚴格 = 4」之李克特四點量
尺，分數越高表示父母在管教上越嚴格。採取主軸因子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十題為兩個因素，
除其中一題因素負荷量過低予以刪除外，其餘依文獻探討分別命名為「生活管教」及「價值教導」，
其 KMO值為 .86，題項因素負荷量介於 .57∼ .88之間，解釋變異量為 52.42%，內在一致性 α係數
分別為 .85及 .84。因素分析結果及信度分析整理於表 1。
為探究管教分為「生活管教」及「價值教導」兩面向的適配性，進一步採取驗證性因素分析，

結果顯示模式適配值 χ2(24, N = 5,430) = 403.64，p < .001，CFI = .98，TLI = .97，RMSEA = .05，
SRMR = .03，均在標準之內，代表模式適合度佳，符合本研究的構念。

2. 親子間數位互動

親子間數位互動題項之測量，為青少年回答與父母在數位媒體上的互動狀況，包含子女主動題
項：「你會和雙親在社群媒體上互動」、「你會在社群媒體上傳送照片或訊息給你雙親」，及父母

https://tasal.naer.edu.tw/
https://tasal.naer.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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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題項：「雙親會陪你一起上網」、「雙親會和你一起聊網路上發生的趣聞或事件」和「雙親會
和你討論使用網路的情形和心得」等五題，採四點量尺，回答「從未」為 1分、「偶爾」為 2分、「有
時」為 3分、「經常」為 4分。採取主軸因子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五題為同一因素，KMO值
為 .76，題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54∼ .75之間，解釋變異量為 42.62%，內在一致性 α係數為 .79。

3. 親子關係

詢問青少年與雙親相處情形，題幹為「父親／母親和你相處情形如何？」，答項為「批評你或
指責你」、「理解你、肯定你的想法」、「關心你」⋯⋯等五題，分數為「從未 = 1」至「經常 = 4」
的四點量尺。分別對青少年與父親、與母親相處情形的題項進行主軸因子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不
論是與父親或母親的相處情形，均可區分出清楚的兩個因素，分別命名為「溫暖支持」（3題）及「衝
突緊張」（2題），不論與父或與母的關係，其KMO都在 .70，父及母兩因素的解釋變異量接近（父：
59.84%，母：61.28%），各因素內之題目亦一致，內在一致性 α係數分布在 .70∼ .84之間。
由於青少年與父親關係和與母親關係的相關高（r = .53, p < .001），本研究後續在進行結構方

程模式分析時，進一步將父親「溫暖支持」三題、母親「溫暖支持」三題彙整為正向親子關係「溫
暖支持」的潛在變項，父母「衝突緊張」各兩題彙整為負向親子關係「衝突緊張」潛在變項，形成
親子關係的兩個構面。

表 1
各題項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

構面 　 題項 因素負荷量 α值

管教

生活

管教

  你的穿著、打扮、造型 .67

.85

  和朋友的活動 .69
  談戀愛 .77
  每天要幾點鐘回家 .62
  上網時間 .59
  唸書、考試 .59
  零用錢使用 .57

價值 
教導

  對長輩的態度 .76
.84

  做事有沒有負責任 .88

數位親子互動

  你會和雙親在社群媒體上互動 .66

.79
  你會在社群媒體上傳送照片或訊息給你雙親 .64
  雙親會和你一起聊網路上發生的趣聞或事件 .75
  雙親會和你討論使用網路的情形和心得 .67
  雙親會陪你一起上網 .54

親子

關係

溫暖 
關懷

  關心你（母） .81
.84  提供解決問題的經驗，給你參考（母） .77

  理解你、肯定你的想法（母） .81
  關心你（父） .78

.83  提供解決問題的經驗，給你參考（父） .77
  理解你、肯定你的想法（父） .78

緊張 
衝突

  跟你常有衝突，彼此關係緊張（母） .70
.70

  批評你或指責你（母） .76
  跟你常有衝突，彼此關係緊張（父） .77

.71
  批評你或指責你（父） .69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資料分析分成四個部分，採取 SPSS 26版與Mplus 8.0統計軟體進行。首先進行探索性
因素分析，其次進行各變項描述性統計、相關檢定，及變項間的相關分析；接著採取兩步驟結構方
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檢驗青少年知覺父母管教與親子關係間的關係（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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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以及數位互動、青少年知覺父母管教與親子關係的間接途徑（中介模式），採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ML）進行參數估計，並以拔靴法（bootstraping）進行模型的間接效果檢定；
最後，以結構方程模式比較男女在各路徑的差異，檢視性別的調節作用。

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以描述性統計初步瞭解各變項的整體狀況，並進行 t檢定，各變項平均數、標準差及與量表中
值差異檢定、青少年男女在個變項間的差異檢定等，結果整理於表 2。由表 2可知，各變項與量表
中值 2.5均有顯著差異，生活管教、數位互動，及衝突緊張低於量表中值（生活管教 t = -32.71, p < 
.001，數位互動 t = -41.13, p < .001，衝突緊張 t = -42.72, p < .001）；價值教導及青少年與父母的溫
暖支持則顯著高於量表中值（價值教導 t = 44.79, p < .001，溫暖支持 t = 79.94, p < .001）。性別差
異部份，青少男與青少女在生活管教、價值教導、數位互動，及與父母的親子關係各面差異性均顯
著，青少女感知的生活管教、價值教導、親子間的數位互動及與父母的溫暖支持顯著高於青少男（生
活管教 t = 6.23, p < .001；價值教導 t = 2.81, p < .01；數位互動 t = 14.60, p < .001；溫暖支持 t = 2.63, 
p < .001），與父母的衝突緊張低於青少男（t = -5.65, p < .001）。

表 2
各向度平均值、標準差及相關 t檢定結果

全體 量表中值差異 女 男 性別差異

M SD t M SD M SD t
生活管教 2.22 .63 -32.71*** 2.28 .61 2.17 .64  6.23***
價值教導 2.99 .81 44.79*** 3.03 .78 2.97 .84  2.81**
數位互動 2.11 .70 -41.13*** 2.26 .71 1.99 .66 14.60***
溫暖支持 3.22 .67 79.94*** 3.25 .66 3.20 .67  2.63**
衝突緊張 2.11 .68 -42.72*** 2.05 .67 2.15 .68  -5.65***

** p < .01. *** p < .001.

另外，以受試者內 t檢定檢視青少年對生活管教與價值教導的知覺差異，以及青少年與父母親
正負關係的差異。結果顯示，無論是全體，或是不同性別的青少年，價值教導分數高於生活管教（全
體 t = -75.90, p < .001，女生 t = -51.06, p < .001，男生 t = -56.20, p < .001），表示青少年知覺父母對
價值觀領域的管教嚴格度大於生活領域；親子關係方面，結果一致呈現父母的溫暖支持高於衝突緊
張（全體 t = 77.19, p < .001，女生 t = 55.53, p < .001，男生 t = 54.06, p < .001），意味青少年與父母
的關係明顯較為正向良好。 
各變項之間的兩兩相關如表 3，不論青少男或青少女，知覺父母價值教導越高者，溫暖支持的

親子關係越高，衝突緊張親子關係也越高；與父母的數位互動越多者，親子關係也越佳（溫暖支持
越高、衝突緊張越低）。不過，生活管教則因青少年性別而不同，青少男知覺父母生活管教越高者，
與父母的關係越差（溫暖支持越低、衝突緊張越高），但青少男的生活管教與數位互動無顯著相關；
而青少女知覺父母生活管教越高者，與父母數位互動越少、與父母的衝突緊張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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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全體及青少男、青少女主要變項之兩兩相關

　 　 生活管教 價值教導 數位互動 溫暖支持 衝突緊張

3-1

生活管教       –
價值教導  .48*** –
數位互動  .00 .07*** –
溫暖支持 -.04** .08***  .36*** –
衝突緊張  .28*** .15*** -.15*** -.25*** –

3-2

生活管教       – .48***  .02 -.05**  .29***
價值教導  .48*** –  .05*  .09***  .15***
數位互動 -.06** .09*** –  .34*** -.09***
溫暖支持 -.03 .06**  .39*** – -.22***
衝突緊張  .28*** .15*** -.18*** -.30*** –

註：3-1為全體（N = 5,430）主要變項之相關係數，3-2為分別就青少男及青少女變項間之相關係數。3-2左下角為青
少女資料（N = 2,454），右上角為青少男資料（N = 2,976）。
* p < .05. ** p < .01. *** p < .001.

（二）「管教」與親子關係的結構方程模式（直接模式）

本研究潛在變項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題項間具有適度的共同變異，χ2(234, N = 5,430) = 
2675.89，p < .001，CFI = .95，TLI = .95，RMSEA = .05，SRMR = .05，各變項組合信度（CR）皆達 .70
以上，平均變異抽取量（AVE）均在 .30以上（數位互動 CR = .77, AVE = .41；生活管教 CR = .85, 
AVE = .45；價值教導 CR = .82, AVE = .73；溫暖支持 CR = .83, AVE = .45；衝突緊張 CR = .82, AVE 
= .55），表示題項信度佳（邱皓政，2011；Hair et al., 2010），適於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首先，結構方程模式的直接模式檢定結果為：χ2(137, N = 5,430) = 1814.76，p < .001，CFI = 

.96，TLI = .95，RMSEA = .05，SRMR = .04，除了 χ2/df = 13不符合模式適配標準外，所有適配度指
標均符合標準。χ2的值極易受到樣本數與模式複雜度的影響，而其他所有指標顯示此模式在可接受
的適配範圍。由圖 1結果可知，管教對親子關係投入具有直接效果的影響力，其中，生活管教對溫
暖支持的負向關係顯著（β = -.16, p < .001），與衝突緊張的正向關係顯著（β = .33, p < .001），本
研究假設一：父母對子女在生活領域的管教越多，親子關係越差（溫暖支持低、衝突緊張高），獲
得證實。價值教導對父親溫暖支持的正向關係顯著（β = .16, p < .001），與衝突緊張無顯著相關，
本研究假設二：父母對子女價值領域的管教越多，親子關係越佳（溫暖支持高、衝突緊張低）；而
研究結果顯示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正向相關顯著，與衝突緊張的路徑係數不顯著，假設二獲得部份
證實。

圖 1
「管教」與親子關係結構方程模式（直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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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互動」在管教與親子關係間之中介作用（中介模式）

接著以結構方程模式檢驗「數位互動」在生活管教、價值教導與親子關係之中介模式，其適配
指標相當良好：χ2(234, N = 5,430) = 2675.89，p < .001，CFI = .95，TLI = .95，RMSEA = .04，SRMR 
= .04，結果整理於圖 2。
以數位互動作為中介變項後，生活管教對親子關係兩構面的路徑皆仍具有顯著效果，其中溫暖

支持（β = -.12, p < .001）、衝突緊張（β = .31, p < .001）皆達顯著，顯示生活管教越高，親子間正
向的溫暖支持越低，負向的衝突緊張越高；價值教導對溫暖支持也達顯著（β = .11, p < .001），價
值教導越高，溫暖支持的親子關係也越高，但價值教導對衝突緊張的解釋不顯著。生活管教對數位
互動的解釋達顯著水準（β = -.09, p < .001），生活管教越高，親子「數位互動」的程度越低；價值
教導對數位互動的解釋達顯著水準（β = .15, p < .001），價值教導越高，親子「數位互動」的程度
越高。親子「數位互動」對溫暖支持和衝突緊張的親子關係影響也皆達顯著（溫暖支持：β = .40, p 
< .001；衝突緊張：β = -.17, p < .001），親子間的數位互動越高，溫暖支持的親子關係越高，衝突
緊張的親子關係越低。

圖 2
「數位互動」在管教與親子關係間之中介作用（中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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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認「數位互動」在管教與親子關係間的間接效果，以拔靴法進行檢定，其結果整理於表
4。從表 4可知，親子間的「數位互動」在生活管教與衝突緊張之間的中介作用顯著（β = -.02, p < 
.001），生活管教越高，親子間衝突緊張越高，但在「數位互動」加入後，其係數變小，本研究假設三：
「數位互動在生活管教及親子關係間具有中介作用，降低生活領域管教對親子關係的負向影響」，
分析結果證實假設三成立。而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的中介作用亦顯著（β = .04, p < .001），價值教
導越高，溫暖支持越高，且價值教導亦能藉數位互動提升溫暖支持親子關係，研究假設四：「數位
互動在價值教導及親子關係間具有中介作用，提高價值觀領域教導對親子關係的正向影響」亦成立。
另外，由於價值教導對衝突緊張親子關係無直接效果，故未檢定數位互動在其間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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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別的調節作用

同樣以結構方程模式區分性別檢驗青少男及青少女之管教、數位互動及親子關係影響機制，
不同性別之模式適配度分別為：青少男：χ2(235, N = 2,976) = 1645.21，p < .001，CFI = .95，TLI = 
.95，RMSEA = .05，SRMR = .04，青少女：χ2(235, N = 2,454) = 1799.02，p < .001，CFI = .94，TLI = 
.93，RMSEA = .05，SRMR = .05，兩者模式適配皆頗為良好，其結果整理於圖 3。

表 4
數位互動在管教與親子關係之間接效果

路徑 β  Sobel’s Z 95% CI LL 95% CI UL
生活管教→數位互動→溫暖支持 -.04*** -3.82 -.06 -.02
價值教導→數位互動→溫暖支持  .04***  6.04  .03  .05
生活管教→數位互動→衝突緊張 -.02*** -3.62 -.01 -.03
註：檢定數位互動在其間的中介作用。

*** p < .001.

由圖 3可知，管教、數位互動對親子關係的影響機制因性別而不同，本研究假設五：「青少年
知覺父母管教、數位互動對親子關係的影響機制因青少年性別而不同」成立。特別在管教對親子關
係的路徑係數上，青少男知覺父母生活管教與溫暖支持顯著負相關（β = -.17, p < .01），青少女知
覺父母生活管教與溫暖支持則無顯著關聯；青少男知覺父母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顯著正相關（β = 
.17, p < .001），但青少女則無顯著關聯；而在生活管教對數位互動的路徑係數上，青少女知覺父母
生活管教越高，數位互動越少（β = -02, p < .001），青少男知覺父母生活管教則與數位互動無關。

圖 3
不同性別管教數位互動與親子關係結構方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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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價值教導對數位互動的路徑係數上，青少男與青少女都顯著（青少男：β = .08, p < .01；青
少女：β = .23, p < .001），數位互動對溫暖支持路徑係數在青少男與青少女均有顯著正相關（青少男：
β = .37, p < .001；青少女：β = .43, p < .001），與衝突緊張皆為負相關（青少男：β = -.08, p < .01；
青少女：β = -.20, p < .001）。數位互動對青少男知覺父母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間的中介作用顯著（β 
= .02, p < .05, Sobel’s Z = 2.40, 95% CI LL = .00, 95% CI UL = .03），數位互動對青少女知覺父母生活
管教與衝突緊張間的中介作用顯著（β = .24, p < .001, Sobel’s Z = 4.61, 95% CI LL = .02, 95% CI UL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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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從殊異於西方親職文化的「管教」意涵，以及在不同領域的管教概念，探討青少年子女
知覺父母的生活管教和價值教導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並檢視數位互動在其間的中介機制，以及不同
性別的調節作用。
首先，青少年知覺的父母「生活管教」顯著低於量表中值，而「價值教導」顯著高於量表中值，

且不論是全體樣本或是不同性別青少年，知覺的父母價值教導嚴格性均明顯高於生活管教，意味臺
灣家庭重視「價值教導」甚於「生活管教」。根據過去對青少年感知父母管教以及服從行為的相關
研究顯示，無論是親代或子代，對不同領域管教的重要性看法都相當一致，認為對「道德領域」設
定規則要遠高於其他如「友誼領域」或「個人生活領域」等，凸顯親子兩代對道德倫理、規範及價
值教導的一致重視（林惠雅，2012，2014），就這一點來看，本研究與過去研究結果一致。而數位
互動低於量表中值，意味青少年知覺與父母間以數位工具和網路使用進行互動的情況偏低，推測
其原因可能有二：父母缺乏與子女進行數位互動的能力，或是子女不願意與父母數位互動。根據
Prensky（2001）的研究，這些青少年的父母可能屬於 Prensky所說的數位新移民，與他們屬於數位
原住民的子女在科技使用技術上有明顯數位落差，而缺乏介入子女使用數位科技的能力；亦或是青
少年對自主性需求、獨立的渴望和他們對父母權威的抵制，使他們不願父母過多地介入他們使用數
位設備或在網路的社交互動，這兩種可能性有待日後研究繼續探討。至於親子關係部份，青少年一
致認為與父母的溫暖支持高，衝突緊張低，且正向的溫暖支持關係顯著高於負向衝突緊張，意味臺
灣國九時期青少年的親子關係良好。
本研究設定的模型適配度堪稱良好。就整體而言，「生活管教」減弱溫暖支持的親子關係，增

加親子的衝突緊張，結果支持假設一，也與過去大眾普遍對青少年期子女管教容易破壞親子關係的
認知相似。從心理發展論而言，青少年期正面臨身份認同與角色混淆的階段，「認同形成」（identity 
formation）是青少年階段中重要的發展任務之一，青少年希望藉由與父母建立界線來增加自我認同
的形成，減低父母在個人領域事件的管教可增加自主性，生活事件的完成也能增加自我效能，形成
良好的自我概念，這可能是「生活管教」增加親子衝突緊張的原因。但界線會增加親子間的距離，
減少彼此理解，進而影響親子關係。青少年尚在發展階段，缺乏成年人的成熟度，家長在其社會化
過程仍發揮關鍵作用。父母在親子關係與界線建立之間如何取得平衡？考驗父母的智慧。研究發
現，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的行為向子女示範（即父母的以身作則），並創造積極的家庭氛圍，
更容易有效傳遞日常生活應遵循的規則或誡律（Brouwer et al., 2023）。此外，尊重子女的界線，對
青少年子女採用誘導性管教（Costin, 2022），給予行為的解釋機會和論據，幫助子女理解行為的後
果，並強調同理心，讓子女理解他人感受，促進內在化規範，在溝通和理解的過程中，讓管教成為
親子情感連接的機會，並在不傷害安全的可接受範圍內，讓子女承擔因未遵守規範導致的自然後果
（Marchant et al., 2004）等，都是可以讓青少年子女建立更好生活規範的方式。
而「價值教導」對親子關係的影響頗值得注意，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正相關、與衝突緊張無顯

著相關，此結果部份支持假設二。價值教導不僅不會引起親子間的衝突緊張，反而增進親子間正向
溫暖支持的感受！除了追求自主，青少年的身份認同也建立在對人生哲學、價值觀與理想的選擇
上，希望統合與自己相關的多個層面，形成協調一致的自我概念，但此時身心發展未臻於成熟，在
認同形成的過程中會面臨各種困惑，社會學習理論提供了可用於理解青少年行為的重要學習原則
（Bandura, 1986），當整合自我概念遇到困難及挑戰時，青少年即向環境中的重要他人學習，以促
進整合的能力。家庭是青少年重要的社會化場所，父母是重要他人，過去探討價值觀代間傳遞的研
究指出，父母與青少年有相似的價值觀是成功社會化的標誌，且青少年認同父母的價值觀也被認為
是有良好的親子關係的證明（Barni et al., 2023）。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呼應社會學習論與價值觀代間
傳遞研究，青少年子女知覺父母對子女在價值領域的教導愈多，其親子關係愈好，也因為青少年是
在尋求認同的過程中建立其價值觀，所以價值教導較不易引起衝突緊張。
數位互動正向促進親子關係，在管教對親子關係的影響機制中也扮演顯著的中介角色，相當程

度對應電腦中介傳播對人際溝通及互動關係的論述（Walther, 2011），亦支持本研究的假設三與假
設四。Zhao等人（2010）區分中介效果為互補式（complementary mediation）與競爭式（competitive 
mediation），前者指間接效果和直接效果方向相同，後者則存在於兩效果方向相反時；數位互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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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管教與溫暖支持間扮演競爭式中介角色，讓生活管教對親子關係的負向效果，隨著數位互動中
介效果的介入而降低；在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間則扮演互補式中介角色，使價值教導對溫暖支持的
正向效果因數位互動的加入而更促進親子關係。這與過去一般民眾對「親子關係可能因使用 3C產
品產生親子衝突」的認知大不相同，對高中生上網行為的研究也提出，家長對於子女上網行為持支
持的態度，可有效減弱高中子女的網路及遊戲沉迷（何慧卿、高旭繁，2021），善用數位互動形成
親職策略可能成為教養的新方向。由於數位科技已逐漸變成父母和青少年互動的媒介之一，親子互
動也從純粹面對面的實體互動轉成線上及實體互動共存，形成青少年的發展環境。與父母以數位互
動的親子聯繫，也被視為是親子關係的表徵之一（Gentzler et al., 2011; Jensen et al., 2021），青少年
因為感知父母在數位互動上的情感支持，而在與父母的關係上更緊密，且不只是正向的情感支持，
研究也發現，當父母以數位工具或技術對子女監督時，父母從子女對訊息的揭露中更瞭解子女的
行蹤或行為相關資訊，增加父母管教子女的資訊及知識，從而降低子女的外化行為（Jensen et al., 
2021）。對子女價值觀社會化過程的研究也指出，青少年對父母價值觀的認知程度取決於親子聯繫
的程度，父母的陪伴，日常生活大量的交談、與子女高頻率的互動，使得子女更容易認識父母的價
值觀，是價值觀傳遞最好的方式（Stattin & Kim, 2018）。本研究結果確認數位互動對親子互動有所
助益，增進了正向親子關係，並在父母的管教及親子關係中發揮作用。因此，根據本研究結果，若
家長能夠善用數位科技或設備，將可藉著數位互動，在好的互動氣氛中傳遞自己對子女在生活管理
或價值觀的期待，提高教養實踐成效。
青少男與青少女在管教、數位互動，及與父母的親子關係各方面差異性均顯著，青少男除了感

知與父母的衝突緊張高於青少女外，其餘在生活管教、價值教導、親子間的數位互動及與父母的溫
暖支持等各面向分數都顯著低於青少女。如同研究指出，親子依附型態有性別差異，在教養或親子
關係上也會顯出不同樣貌（鄒盛奇、伍新春，2023），青少女對父母依附需求較男生高，若親子關
係惡化付出的代價也較青少男高（Keijsers et al., 2010），這些是可能形成青少女與父母關係親密、
數位互動高及衝突低的因素。另外，管教與親子關係的相關在不同性別中有顯著差異，對青少男的
生活管教越高，溫暖支持感受越低，緊張衝突越高，對青少女的生活管教越高，與父母的緊張衝突
也越高，但不影響青少女與父母溫暖支持的親子關係；對青少男的價值教導越高，其溫暖支持越高，
但對青少女而言，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沒有顯著關係。此外，數位互動加入後在父母管教與親子關
係間的中介作用也具有性別差異，對青少男的價值教導能透過數位互動增加溫暖支持的親子關係，
但對青少男因生活管教造成溫暖支持感受降低或衝突緊張升高，卻不能經由與父母的數位互動減
少，女生則恰好相反，數位互動能減低因生活管教造成衝突緊張的親子關係，但數位互動無法在對
青少女的價值教導及親子關係的影響路徑產生中介作用，這些結果都顯示教養、數位互動及親子關
係的影響機制因性別不同有所差異，本研究的假設五獲得驗證。青少年仍對父母有心理依賴的需求，
但獨立自主也是青少年時期重要的發展任務，其中，男孩不希望自己承受與社會對男性角色期待不
一致時產生的社會壓力，更傾向從父母手中拿到自主權（Kobak et al., 1993; Ruhl et al., 2015），且
青少男在生活領域減少與父母溝通的狀況較青少女多（Keijsers et al., 2010），相關研究指出，若考
慮青少年對父母仍存在的心理依賴，以及越來越強烈的自主權需求，教養及親子互動要同時滿足親
密和自主權需求是難以兼顧的，父母會因情況不同給予不同回應（Sentse, 2010）。青少女重視與父
母的親密聯繫，青少男重視自主權的獲得，是否因此使得父母生活管教、價值教導對青少男、女在
溫暖支持及衝突緊張等親子關係的感受不同，以及數位互動在其間的中介作用不一，有待未來進一
步研究的更深入探討。
總結而言，本研究區分生活管教及價值教導二向度的管教領域，展現此二向度對親子關係的不

同作用，並發現此二向度對親子關係的影響因數位互動而改變。此結果呼應過去研究，家長的教養
行為需根據不同的領域，或生活事件來做調整，以求符合情境及靈活性，達到子代個體化及適應性
效果，尤其在青少年發展階段，個體對自主性及獨立性的要求越高，照顧者或教育者如何在生活領
域事件逐漸放手，培養青少年的自主及獨立性，並在價值觀方面給予引導，展現出值得被尊重的行
為，讓青少年將正確價值觀予以內化，均有待照顧者或教育者斟酌思考。其次，從本研究「數位互
動高，正向親子關係高」的分析結果可以得知，當科技發展速度已遠超乎人類過去想像，數位互動
不失為管教的一個策略，如何以正向的角度看待並善用數位科技，幫助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在不同
的教養過程中增加對親子關係的正向影響，是未來親職教育可以努力的方向。隨著青少年身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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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自主獨立的需求，父母在管教方式及權責界線的劃分是影響青少年期親子關係的主要因素，在
數位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相關研究建議數位互動可以延續現實生活中親子互動的不足，正向促進
親子關係（賴明政、陳佳君，2016；Walther & Burgoon, 1992）。再者，不同性別在管教與親子關
係間影響不同，管教應參考性別對親子關係和子女發展的影響，減少因性別不同造成後天發展差異
的持續擴大。由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可以得知，對青少男女的管教上，不同領域的管教對親子關係的
影響不一，數位互動策略可以增進親子關係，或改善管教造成親子關係的對立與緊張，這一點是教
養上可以特別善用的地方。
最後，本研究受限於資料，僅能就子代觀點進行探討，然而親子關係是親代及子代共同經營而

來，日後應採親子雙方的觀點相互比對。由於所有變項皆為青少年的自陳報告，在數位互動及親子
關係的描繪上偏向子代觀點，且數位互動的測量係詢問青少年對「雙親」互動時的情形，管教題項
亦詢問青少年對「雙親」管教的知覺，未能區分父親與母親，而價值教導僅有兩題，未完全符合分
析要求等，凡此均為本研究之限制，在推論時需加注意。此外，本研究著重父母管教、數位互動及
性別間差異的探討，而父母社經地位、親子相處情形、氣質、子女排行等皆可能產生影響，未來研
究可進一步探討。親子關係可能隨個人與家庭發展階段而動態變化；父母雙方之間的教養行為也可
能有所不同，造成不一致的親子關係；且數位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未來在管教、數位互動與親子
關係的影響機制上，可蒐集縱貫性資料加以分析，以呈現其動態過程。關於本研究偏向子代觀點及
某些題項採雙親合併觀點的研究限制，未來研究可採取親代、子代雙方觀點兼顧的對偶分析，或區
分父母角色，分別採取父、母與青少年間之管教與親子關係的分析等，以期更貼近親子互動的樣貌。

註釋

1本研究資料為 TASAL與 TIGPS合作之前期規劃資料，通過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
會（NCKU HREC-E-112-370）之倫理審查，收錄於國教院「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TASAL）資
料庫：2022年 TASAL計畫」，並獲國家教育研究院許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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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Parental Guan-Chiao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

Child Digital Interaction

Tzu-Shen Lin1 and Yuh-Huey Jou2

With rapid advancements in technology, digital tools and the Internet have become integral to human life. These 
technologies have not only facilitated payment, edu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but also transformed pattern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The family serves as a vital space for a child’s socialization, both into societal norms and the 
specific practices of their family (Korniichuk & Oliinyk, 2022). Internet technologies can be used to address challenges in 
parenting practices (Clark, 2011), particularly during adolescence. However, most studies on these technologies have focused on 
Western instead of Asian contexts. Building on the work of Chao et al. (1994) and others regarding Chinese families, this study 
explored parental discipline in a Chinese cultural framework, referred to as guan-chiao to distinguish it from Western parenting 
model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guan-chiao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digital 
interaction in improving these relationships. In addition, differences in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se effect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adolescents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Smetana (2006), a parent’s disciplinary approach should vary depending on the specific domain of a child’s 
life. For instance, parents might adopt a more laissez-faire approach to areas perceived by children as personal, such as leisure 
activities or social relationships. Strict control in these domains often leads to resistance because children view such matters as 
their own personal affairs. By contrast, parents should be more actively involved in guiding their children’s mor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cluding ethical behavior, respect for others, and adherence to social norms. Social learning theory suggests that 
children model their behavior after that of their parents, making it essential for parents to exemplify the qualities they wish to 
instill in their children. 

Because different areas of a child’s life present distinct issues, children may respond differently to parental discipline 
in differing domains.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e importance of parents adopting tailored disciplinary methods for different 
areas when interacting with their children (Smetana, 2006). The tension between a child’s desire for autonomy and a parent’s 
responsibility to socialize their child into becoming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society leads to parent–child conflict, particularly 
in guan-chiao. However, values instruction presents an opportunity for fostering positiv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Digital 
interaction can help bridge gaps caused by limited face-to-face interac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offering low 
immediacy and high media richness. Therefore, this study hypothesized that digital interaction mediates the effects of guan-
chiao on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pecifically, digital interaction mitigates negative effects in the domain of lifestyle 
choices and enhances positive effects in the domain of values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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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used data from the 2022 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sample included 5430 ninth-grade students (2,454 girls and 2,976 boys) 
who provided complete responses. These students rated their perception of parental strictness on a 10-item guan-chiao scale, 
which assessed domains such as clothing, appearance, style, curfew regulations, attitude toward older adults,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Responses were recorded on a 4-point Likert scale, ranging from 1 (not strict at all) to 4 (very strict). 

The results of principal axis facto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guan-chiao construct comprises two domains: discipline 
regarding lifestyle and values instruction. Adolescents reported that their parents placed greater emphasis on “values instruction” 
than on “discipline regarding lifestyle.” Items related to digital interaction measured the frequency of digital media interactions 
between adolescents and their parents. These items included statements such as “I interact with my parents on social media,” “I 
send photos or messages to my parents on social media,” “My parents are with me when I go online,” “I chat with my parents 
about interesting events or incidents happening online,” and “My parents and I discuss our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what we have 
experienced online.” Responses were rated on a 4-point Likert scale ranging from 1 (never) to 4 (often), with higher scores 
indicating more frequent digital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Items assess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how adolescents feel regarding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parents. Questions included “How do you get 
along with your parents?” as well as items such as “Being criticized or blamed,” “Being understood and affirmed,” and “Being 
cared for.” These responses were also rated on a 4-point Likert scale from 1 (never) to 4 (often). Facto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se items could be grouped into two factors: warmth (three items) and tension (two items). 

According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analysis, both the direct-effect and mediated-effect models had good 
fit. For the direct-effect model, the fit indices were  (234, N = 5,430) = 2,675.89, p < .001,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 
.95, Tucker–Lewis index (TLI) = .95,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 .05, and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 = .05. The mediated-effect model had similar fit indices:  (234, N = 5,430) = 2,675.89, p < .001, CFI 
= .95, TLI = .95, RMSEA = .04, and SRMR = .04.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greater guan-chiao in the lifestyle domain was 
associated with a warme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β = -.16, p < .001) but also with a higher level of tension (β = .33, p < 
.001). Digital interaction mediated the effect of guan-chiao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pecifically reducing tension caused 
by lifestyle-domain discipline (β = -.02, p < .001) and enhancing the warmth associated with values instruction (β = .04, p < 
.001). Furthermore, the SEM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uan-chiao, digital 
interaction,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differed between boys and girls.

The result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Greater discipline in the lifestyle domain is associated with a less warm and 
more conflictual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However, this negative effect is mitigated by a higher level of digital interaction. 
By contrast, discipline in the values instruction domain is associated with warmer and less conflictual relationships, and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enhanced by a higher level of digital interaction. Overall, a higher level of digital interaction is consistently 
associated with a warmer and less conflictual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both domain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factors differed between boys and girls. For boys, values instruction strengthened a 
warmth-base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rough digital interaction. However, digital interaction did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style discipline and a tension-base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By contrast, for girls, digital interaction 
reduced tension in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ssociated with lifestyle discipline but did not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es instruction and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arents and educators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discipline related to values and that related to lifestyle preferences. They 
should also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discipline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cross the genders. To view and use 
digital technology positively, they should engage in open conversations with their children regarding their use of the Internet. 
Increasing digital interactions at various stages of a child’s development can positively affect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compensate for limited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Future research could benefit from collecting longitudinal or parent–child 
dyadic data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iscipline, digital interaction, and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ffects each other. This approach would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dynamic processes underlying these mechanisms and 
offer clearer guidance on fostering positive digital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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